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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产党情报局是 1947 年苏联推动下建立的一个特殊国际机构，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情报局

的成员党，但共产党情报局的理论和政治活动对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对共产党

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对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共

民族主义的支持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存在的意识形态空间，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模式的强化则提供了新民

主主义社会的替代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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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①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

国的历史实际为着眼点，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中

国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

产阶级的特殊关系，形成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多

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体制和包括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混合发展的新

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体制，从而建构起一个革命后中

国社会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模式。其核心

在于，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历史实际出发，

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战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意义②，并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放置到了一

个较长的历史图景之中。一是，发展多个阶级联合

的民主，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专政。但是，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建国后并没有能够长期坚持

下去，新中国建立不久很快就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

义的发展阶段，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开始向社会主义

过渡，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新民主主

义社会被放弃的问题。联系着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

活动期涵盖了中国革命的最后发展阶段、新中国建

国方案的确定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开始时期来看，共产党情报局对建国前后新民主

主义社会理论历史走向的影响客观上是不能忽视

的。

一、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改变

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能够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形成并不断成熟，与美苏在“二战”时期

形成的战略同盟关系是分不开的。美苏之间的战略

同盟关系，使十月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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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开始从长期的对抗转向妥协与合

作，这一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索本国发展的既非西方资本

主义又非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条

件。1940 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

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

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

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

式。”［1］(P675)
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解为介于资

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形式”，客观上折

射出当时以美苏合作为基础的相对宽松的国际政治

环境，正是在这一环境中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向社会

主义的过渡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

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2］(P183)
的判断，这一判断为新

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
1945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高度肯定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后中国社会发展中

的革命性作用以及战后中国走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

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以对战后美苏合作和大国团结

的判断为基础的。
“二战”期间的美苏战略同盟建立在两个基础

之上，一是反法西斯主义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一是

从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所达成的

一系列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和利益划分的协定。

但是，尽管美苏在战后初期都试图把战时的同盟关

系延续下去，但在具体实现利益协定的过程中，双方

在欧洲、中东、远东矛盾的不断滋生和扩大推动着美

苏的战时同盟关系逐渐开始破裂，进入了以集团性

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状态。战后苏美关系的变化

逐渐开始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

治环境。

从抗战结束到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中国共产

党在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

自身对国际政治的独特认识。1946 年 4 月毛泽东

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强调在美苏关系妥协的背

景下中国革命并不需要进行国内的妥协，中国共产

党仍然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斗争，这是对美苏

关系及其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一个非常可贵的认识。

尽管与之前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判断有明显的不

同，但“中间地带”理论并不强调美苏矛盾是世界政

治的主要矛盾，这一点应该是与之前毛泽东对国际

政治的认识相同的地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

毛泽东还在继续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革命前途，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仍然试图在“中间地带”理论

的基础上使中国走一条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

的第三条道路。但是 1947 年底 1948 年初后，随着

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面对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

和美苏冷战的发展，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国际环境

的过程中逐渐开始接受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

营”的理论。毛泽东对“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不

仅改变了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政治和时代发

展的认识，同时，也由此带来了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理论历史走向的变化。
1948 年 11 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了毛

泽东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意

义在于，毛泽东在接受了“两个阵营”观点的基础上

否定了任何意义上的中间道路的可能性，指出:自十

月革命以来“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

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

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

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

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

吗?”［3］(P2)1949 年 6 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

东宣布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同

时，强调“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P1472，1473)
被毛泽

东所否定的“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不仅是指

战后初期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之外提出的建

国主张，在更广意义上或者说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包

括了介于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之间的新民主主

义社会发展道路。东欧国家在“两个阵营”理论基

础上放弃前一时期的“人民民主道路”开始与苏联

制度一体化表明，“两个阵营”理论不仅是一种对世

界政治发展的认识，而且是与对战后发展道路的抉

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阵营”理论与苏联模

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只有在“两个阵营”非此

即彼的选择中才能形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的经验反映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共同规

律。”［5］(P670)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美苏关系的对立

以及作为这一对立理论表现形式的“两个阵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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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

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接受“两个阵营”理论的过

程不得不同时也是客观上开始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

理论和向苏联模式靠拢的过程。
“两个阵营”理论在苏联模式向中国扩展的过程

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美苏冷战的条件下，一定意

义上说，接受了“两个阵营”理论就意味着为苏联模式

在本国的扩展打开了大门。既然中国共产党从理论

上认可了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对于世界帝

国主 义 阵 营 所 进 行 的 总 的 斗 争 的 结 果 之 一 部

分”［6］(P24) ，那么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和确立就具

备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1954 年 9 月，刘少奇在一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

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

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

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7］(P26)
对“两个阵

营”理论的接受在推动东欧国家向苏联模式制度转型

的同时，也使得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成为一个不可

避免的结果。

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主义

的批判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存在的意识形态

空间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以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为着眼点形成的特殊社会

形态理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历

史将形成中国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

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

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

义的国家形态与政权形态。”［8］(P317－318)
这也就是说，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必须要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民族化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

为探索 自 身 的 发 展 道 路 提 供 宽 广 的 意 识 形 态 空

间③。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构建与中国

共产党的不断民族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刘少

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把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

内的整个毛泽东思想称做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

优秀典型”［9］(P333)。
但是，1948 年后，苏联操纵共产党情报局对南

斯拉夫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批判，极大地压缩了新民

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空间。南共是“二战”

期间欧洲范围内唯一的同时应对了盟国和苏联的双

重压力，把国内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与争取社会主

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以自身的力量获得

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但由此也形成了后来苏南矛

盾和冲突的根源。不管什么样的具体因素导致了苏

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质却在于执政的南共所

代表的民族利益与苏联的大国利益之间的尖锐冲

突。［10］(P185－190)
面对南共一系列的“擅自行动”对苏

联在东欧的外交目标和安全体系的威胁，通过批判

南共的民族主义来抑制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把东

欧国家的政治行动限制在苏联外交政策的框架内就

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重要政治任务。共产党情报局

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对整个战后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一批判的背后实质

上反映的是苏联主导下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阵

营的一个内在政治逻辑，即乔治·凯南所分析的，

“苏联的权力概念，不允许在党外存在任何组织中

心，要求党的领导在理论上保持唯一真理库的地位。

因为如果在哪里都能找到真理，那就会为有组织的

活动找到正当理由。显然，这正是克里姆林宫现在

和将来都不会允许的。”［11］(P102)

1948 年 6 月，共产党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布加勒

斯特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情报局关于南斯拉

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决议把南斯拉夫一系列不

同于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

概念严厉批判，指出南共“已经走上了脱离反帝国

主义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叛卖劳动人民

国际团 结 的 事 业 的 道 路，采 取 了 民 族 主 义 的 立

场”［12］(P48)。这次会议决定把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

报局。但面对南共的不屈服，1949 年 11 月共产党

情报局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

抬升了对南共的批判。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格·

乔治乌—德治在会议上作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

人犯和间谍掌握之中》的报告。这一报告除了批判

和讨伐南共外，而且特别指明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具

体的共产党的组织处理，而且有着对整个社会主义

运动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意义在于:第一，对苏联

的态度问题是判断国际主义的根本标准，“忠于社

会主义祖国———苏联，乃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和准

绳”，“凡是陷入反苏主义泥潭的人都不免有滚上资

产阶级民族主义道路的危险”;第二，反对南共铁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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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斗争“显然具有国际的意义”，因此反对和批

判南 共“是 各 国 共 产 党 和 工 人 党 的 国 际 职

责”［12］(P118－119，132)。在德治报告的基础上，共产党情

报局第三次会议决议指出，南斯拉夫“已由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卖南

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了”，已经“落入人民公

敌的凶手和间谍手中”［12］(P68，72)。对南共的两次批

判使东欧各国产生了强烈的政治震动。东欧各党开

始大规模的党内清洗，从 1948 年到 1952 年，各党中

被清洗的党员总数约为 250 万
［10］(P220) ，许多党的领

导人被指责犯了民族主义错误纷纷被撤职或绞死。
1948 年 9 月，波兰的哥穆尔卡被撤职。1949 年 6

月，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被公开审理，并于 12 月被

绞死。最著名的是 1949 年 9 月对被控与铁托勾结

的匈牙 利 拉 伊 克 的 审 判，这 一 审 判 牵 连 广 泛，有

4000 名前社会民主党党员被清洗，35 万人被开除出

匈牙利工人党，15 万人被关进监狱，2000 人被处决。

其中包括 3 位总书记、1 位总统、几位副总理、几十

位部长和党的高级领导人、100 名将军。东欧党内

掀起的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52 年，以惊人的相

似性重复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清洗者清洗人”

和“清洗者被清洗”的历史过程
［13］，［14］(P97－102)④。

在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推动东欧国家清洗铁

托主义分子的过程中，面对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其

对中国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分子的担心也开始不

断加剧。1949 年 3 月，美国作家斯诺发表了《中国

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一文，斯诺在该文中明确

地把毛泽东比喻为中国的铁托，指出，在毛泽东的领

导下，“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

科指挥棒转的大国。”［15］(P66)
同样是 1949 年 3 月，美

国《工人日报》将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城

市政策解释为“提前欢迎铁托主义”［16］(P564)。这无

疑加重了斯大林的疑虑，甚至是比之于东欧更加忧

虑。因为“苏联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甚至在内

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还限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力量的发展，但是后来，苏联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援

助，并全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的确，中国共

产党在一个有着五亿多人口的大国里取得胜利，极

大地增加了苏维埃集团的力量。但是，这也带来了

一些严重的问题:中国不能被指望像保加利亚或捷

克斯洛伐克那样起到苏联卫星国的作用，而事实上，

共产党世界有了第二个领导中心。”［17］(P517)
在这种

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可能自外于共产党

情报局掀起的这场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出于对

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判断以及维护苏共的威望和消

除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担心，中国共

产党也加入了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之中
［18］⑤。后

来，毛泽东提到这件事时说，中国革命胜利前“斯大

林曾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

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

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

托。”［19］(P13－14)

194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决

议肯定了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关于南共问题的

决议，批评南共领导人“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

本观点”，并认为南共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阶

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3］(P74)8 月 4

日，中共中央修改并转发了中共东北局《关于学习

中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的指示》。
11 月，刘少奇撰写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

篇理论文章，对南共问题和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进行

了理论阐述。刘少奇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影

响，1949 年 6 月 1 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

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9 年 6 月 7 日苏联

《真理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但与东欧党对南

共的批判相比，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中

国共产党虽然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问题的决

议，但并没有采取东欧党那样的党内清洗;第二，中

国共产党虽然认为南共犯了错误，但并没有对南共

的内政外交政策横加指责，对南共的批评更多地是

从理论上展开的。特别鲜明的是，在共产党情报局

第三次会议后，《人民日报》在 1949 年 12 月 4 日发

表的《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 1300 多字的文章

中只有一处具体提到我们热烈拥护这个决议，坚决

反对铁托集团
［20］;第三，对南共的批判并没有改变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关于对待

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远远没

有达到东欧党的程度，但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

严重影响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命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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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接受并强化了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和检验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化程度

这一标准。东北局的指示指出，要“认清苏联是世

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中的主力军和领导者”，“中

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

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

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3］(P76－77)。刘少奇也指出，错

误地对待苏联，“如铁托集团所作的那样，乃是极端

错误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

原则，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堕落到了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立场的结果”，“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

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21］(P15，28)
在

接受了反苏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一标准

后，围绕着新中国建国方案的确定，苏联的意见就非

常重要了。1948 年 8 月 28 日，苏联的联络员奥尔

洛夫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转述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

与苏共领导商谈的问题要点时指出:“毛泽东总结

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

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9 月 28 日，毛泽东在致莫

斯科的电报中说:“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

共产党( 布) 和大老板亲自汇报。”［22］(P57)
把对苏联

的态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尺度，客

观上已经使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再像新民主主义社会

理论形成时期那样强调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苏

联的区别了。

第二，提升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斯大林化程度。

面对苏共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

中共客观上感觉到了来自苏联的理论压力。毛泽东

在 1948 年 11 月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列宁、

斯大林式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

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3］(P3)

但中国共产党这一表述显然不能让苏联满意。1949

年初面对中国革命的顺利进展，苏联理论界已经开

始论证斯大林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一位苏联

理论家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

问题的著作，对党制定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

策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同志在这些著作中，根据

对中国形势所作的深刻的理论分析，阐明了中国革

命所具有的特点，英明地预示了它的进程并指出它

能取胜的条件。”［10］(P267)
与此同时，共产党情报局的

宣传也开始抢夺中国革命的理论话语权，共产党情

报局和各国共产党的宣传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

是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斯大林的观点、战略、忠告

和指导的结果，试图把中国革命归结为斯大林理论

指导下的实践结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

“斯大林都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给他

们指出问题，帮他们纠正错误，指出应当避免的危险

和应遵循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学习和

吸收了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才能认清自己的道路，纠

正自己的错误，并领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走向胜

利”。［10］(P270)1949 年 10 月，《真理报》上的一篇理论

文章在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时说:“伟大的列宁、斯
大林主义的不朽火苗照明了朴素中国人民的心灵。

中国近邻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它的发展、革命经验

和兄弟情谊，都将有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

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人类伟大天才列宁和斯

大林预测到中国革命的爆发。他们精辟地阐述了帝

国主义对时代民族革命的真谛。这些教导丰富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斯大林同志特别分析了反

帝、反封建革命胜利的条件。”［16］(P563)

面对来自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这种理论压

力，中国共产党从党与党、国与国关系长远考虑出

发，有意识地降低了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对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创新的评价。1949 年 3 月，在中共七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指出，

自有党以来，就是布尔什维克，我们自己的只是枝

节、细节，就是灵活性。如果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原则

性，这是行不通的。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的实

际;骨头是马列，肌肉是中国的。这是国际主义。在

会上，毛泽东甚至不同意有人所说的“毛泽东思想

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

表述，认 为 这 样 的 讲 法 有“分 配 市 场”的 嫌

疑
［23］(P279，284)。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

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称作“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关于中国革

命的经验刘少奇则谨慎地指出，这“对其他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24］(P3，4)⑥。1949
年 11 月，刘少奇在纪念十月革命 32 周年大会上的

讲演中说:“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

酷压迫之下，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革命斗争中，清楚地了解:由于有了苏联的强大存

在，由于有了苏联的榜样和苏联的援助，他们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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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就能够获得胜利，而今天中国人民大革命也就

真的得到了胜利。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每当遇

到困难、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们的胜利信心从来就没

有 丧 失 过，因 为 他 们 看 到 了 苏 联 的 强 大 存

在”。［24］(P137－138)1950 年 12 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

物发表了朱德一篇纪念十月革命 33 周年的文章，在

这篇文章中，朱德指出:“三十三年来，苏联人民一

贯地给予中国人民以伟大的友谊援助。以苏军为主

力的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

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其

他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革

命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国际条件。”［25］(P6)
这样，

建国前后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述以及毛泽东对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问题上，为了突出苏共

和斯大林的理论权威性，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妥协。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举动就是，建

国后在出版 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文献时，考虑到

苏共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把凡有毛

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地方一律删去，同时加重了斯

大林对中国革命指示的分量，原来一些没有斯大林

的地方加上了“斯大林同志”，并增添了斯大林的引

语
［26］(P325－326)⑦。同时，也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这一概念，而改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或“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7］(P151，280)，［1］(P534)。

中共提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的理论地位，反

过来，又推动了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共态度的不断改

善。1951 年 7 月 1 日，在中共建党 30 周年时，共产

党情报局机 关 刊 物《争 取 持 久 和 平，争 取 人 民 民

主!》发表专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 30 年》，对中

国共产党 30 年的斗争进行了高度评价，主编米丁还

代表编辑部专门给中共中央致电祝贺⑧。在共产党

情报局不断改善对中共态度的背后，其实根本性的

因素还是试图强化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忠诚。1954

年 1 月，米丁在关于“毛泽东选集”研究的专题性论

文鲜明地、突出地体现和强调了这一点。米丁指出:

“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尊崇和热

爱苏联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

突出地表现了他是苏联人民的忠实朋友，是中苏两

国人民的永恒友谊的真正旗手。”［28］(P19，20)

上述这两个因素极大地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理论的意识形态空间，阻碍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从理

论向实践的转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意识形态

空间的压缩，尽管在当时还没有马上表现为中共政

策的调整，但已经明显地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

框架表现得不稳定，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

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开始向苏联靠拢。因此，从 1948

年到 1953 年的 5 年当中，就出现一种矛盾的复杂现

象，一方面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不

可超越，另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模式为参照考虑向

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这两个矛盾性的因素暂时统

一于“新民主主义政策”上。这样，在共产党情报局

针对南共民族主义所掀起的意识形态大批判的压力

下，放弃作为一种历史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新民

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选择时机和条件的问题了。

三、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模式的强化提供了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

“二战”结束初期，苏联在东欧的外交目标是保

证东欧政权的亲苏性质，但面对马歇尔计划提出后

东欧一些国家的离心倾向和南共对苏联安全利益的

威胁，斯大林开始认识到要控制住东欧国家，使之成

为苏联的安全屏障，必须要使东欧国家与苏联在制

度上一体化。共产党情报局提出并强化“两个阵

营”的理论观点，持续性地开展对南共民族主义的

批判，实质都在于维护苏联在东欧的战略利益和推

动东欧国家的苏联化。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推动和监

督下，到 1953 年，东欧国家基本上整齐划一地完成

了向苏联模式的转型。

从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来看，东欧国家的苏联

化主要是通过向东欧国家灌输以下两个理论观点展

开的，一是强调人民民主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二是强化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二战”结束初期，东欧国家试图在抵抗德国侵

略的过程中形成国内各阶级政治联盟的基础，通过

人民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根据这种人民民主的设想，

东欧国家最初都保留着议会制、多党制和多种经济

成分。对于东欧通过人民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

探索，斯大林最初出于维护美苏欧洲利益的平衡予

以肯定和支持。但随着美苏关系的对立明朗化，共

产党情报局建立后斯大林开始否定东欧的人民民主

道路。1947 年 6 月，日丹诺夫在联共中央主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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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型哲学研讨会上说，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帮助

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兄弟用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的光芒

来照耀自己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的道路，除了我们，还

有谁能启发他们，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

武装他们!”［29］(P34)
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不久，

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就指出:“不应当

承认以下断言是正确的:每个国家以自己的、完全独

具特色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么说就意味着否定布尔什

维克主义的国际意义。”［29］(P211)
为了给东欧国家向

苏联模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持，1948 年 12 月 6 日斯

大林就保加利亚工人党“五大”政治报告的修改问

题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指出，过去承认东欧可

以不采取苏联的过渡形式，而走代议制的道路“是

有过失的。我们承认这一过失”，人民民主制度“要

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职能”，“人民民主制度和

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30］(P319)

在当时的环境下，强调人民民主制度执行无产阶级

专政的职能并不是一个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

论问题，实质上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性，即

为苏联模式向东欧的扩展提供理论桥梁。对于这一

点，捷克党的领导人斯兰斯基明确指出:“以前曾出

现过各种错误的表述方式，这些表述方式掩盖了通

往社会主义只有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条

道路。布尔什维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我们在所

有基本原则上都是适用的。”［31］(P482)
后来的捷克党

的主席哥特瓦尔德说得更是直接:“苏联人民的创

造性成就对各人民民主国家说来是特别有意义的。

苏联劳动人民的经验是这些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的知识的主要源泉。苏联的成功不仅使这些国家的

人民相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而且直接

帮助和加速这条道路的进程。”“苏联建设共产主义

的成功，向人民民主国家指出了走向社会主义建设

的道路，大大缩短了这些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时

间，因而为目前这一代开辟了走向建设共产主义的

前途。”［32］(P9)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本来基本上是按照布尔什维

克党的模式建成的，“二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又非常

密切。到 1948 年年底，东欧国家基本上建立了共产

党单独执政的政权体系，有些国家虽然还存在几个

党，但共产党无疑是垄断政权的。“这些都说明东欧

国家政治体制的苏联模式化已经成型”。［33］(P315)
在此

基础上，东欧国家开始向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进攻，

展开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确立起了高

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1952 年，东欧各

国建立起了单一的国有制经济。各国国有工业经济

的比重分别是:保加利亚 100%，捷克斯洛伐克 98%，

匈牙利 97%，波兰 99%，罗马尼亚 97%［34］(P84)。到

1953 年，集体化后的耕地占可耕地总数的程度分别

是:保加 利 亚 60． 6%，捷 克 斯 洛 伐 克 50%，波 兰

8%，匈牙利建立了 5110 个合作社
［33］(P319)。尽管从

数字看，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并不高，但对于小农经济

发达的东欧国家来说，能够实现这些数字，已经是相

当高了。在重工业发展方面，东欧各国在第一个五

年计划中，对工业的发展都提出了极高的任务。波

兰规定，“一五”后要比 1949 年增长 85%－95%，罗

马尼亚提出要比 1950 年增加一倍，匈牙利的目标是

五年期间工业生产增加 86. 4%，其中重工业增加

104. 3%。［33］(P317－318)
这样，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东

欧各国基本建立起了社会经济资源高度垄断在政府

手中的苏联式社会经济体制。有意思的是，虽然

1948 年后，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但南

斯拉夫为了表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民族

主义，因此在推动国内发展模式的苏联化方面也走

得非常远，试图“用行动来驳斥共产党情报局的指

责”。尤其是作为“在战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气味

最浓的一项措施”，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农业集体

化上体现得更明显。1948 年，南斯拉夫有合作社

1318 个，1949 年一年增加了四倍，增长到 6626 个，

1950 年总数达到了 6797 个，有 200 万社员，约占全

国耕地总量的 1 /5。［35］(P144)
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在

当时东欧各国党的观念中，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

唯一发展模式的不可置疑性。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

道路。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许许多多

社会经济成份并存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尖锐的阶

级斗争情况下进行的。”［36］(P3)
如果说，“两个阵营”

理论把东欧国家挤到美苏的夹缝之中，使得东欧国

家无法“骑墙”，斯大林关于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理论打开了东欧国家通向苏联

模式的政治大门，那么共产党情报局对斯大林关于

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理论的强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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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欧国家的苏联化提供了持续性的推动力，或者

说，是进入这个大门的钥匙。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是斯大林

在 1928－1929 年间提出来的。1928 年 7 月 9 日，在

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第一次根据沙赫特事

件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尖锐化

理论:“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而且不

可能有一件稍微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不反映出城

市中或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存在。”“随着我们的进

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

加尖锐。”［37］(P148，149－150) 1929 年 4 月，在中央委员会

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进一步把他的阶

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放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

论中来理解，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

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必须“通过无

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

列宁的公式”。［38］(P136，137)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高压与

强制被赋予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使得

苏联在结束了带有市场经济倾向的新经济政策的发

展道路后走上了以计划为主要特色的强制发展的苏

联模式道路。［39］(P126－130)
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在

批判南共民族主义时就运用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

论，认为南共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

渡时期中，不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如像马克思———

列宁主义教导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熄灭，如像布

哈林式的机会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后者曾鼓吹资本

主义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的理论”［12］(P41)。苏共著

名的理论家尤金( 尤津) 明确指出:“苏联的经验教

导我们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

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在经济方面，以

及在政 治 思 想 方 面，都 必 须 经 过 残 酷 的 阶 级 斗

争。”［40］
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被灌输到东欧各

国党的头脑中后，东欧国家的苏联化已成为不可逆

转的方向。关于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

克在 1948 年 8 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只有一条走

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阶级斗争的道路。这种阶级

斗争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

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不存在

的。”［29］(P200)
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上，德治高

度评价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出:“必

须像布尔什维主义所教导的那样经常记住:应该消

灭那由一种错误假定中产生出来的机会主义的自满

情绪，按照这种假定，仿佛敌人将因我们力量增长而

愈益驯服和愈益温和。这样的假定是根本不正确

的。应该记住，敌人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会愈加乐

于采用‘极端手段’。”［12］(P134－135)
这一方面为前一时

期东欧国家的政治清洗进行了理论辩护，另一方面

又推动了政治清洗运动的升级，从而为东欧国家政

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苏式化提供了推动力。

东欧从人民民主制度向苏联模式的转变对于正

在进行新中国制度蓝图设计的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

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第一，毛泽东开始修改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反复强

调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

阶级专政”［41］(P284)
及其与苏联政治制度相区别的观

点，在东欧国家人民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化的大

背景下，毛泽东对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框架下联合资

产阶级及 其 政 党 的 必 要 性 开 始 产 生 了 动 摇。在

1947 年 11 月 30 日给斯大林的电文中，毛泽东指

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

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国共产党之外，都应

离开政治舞台。”［42］⑨随后，毛泽东在 1948 年 9 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和 1948 年 12 月 30 日《将革命进行到

底》中提出并对外公开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

念，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其

实已经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43］1949 年 2 月

初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在工

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

产阶级专政。”［44］(P273)
从不提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

形成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展

现出了共产党情报局对新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影

响。第二，面对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国内小农

经济占优势、富农经济不断滋长、私人经济部门过

大、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导致外资入侵等“企

图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并永久地保留南斯拉夫的阶

级关系”［31］(P590)
的批判，毛泽东开始放弃过去把新

民主主义经济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提法，改变了过

去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经济的重要性的高度强调。
1944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会议上阐述新

民主主义社会时指出:“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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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

新民主主义。”［45］(P110)1945 年 6 月 21 日，也就是在

“七大”闭幕 10 天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

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著名社论，这个社论在引证

没有修改的《论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批判了那种

“企图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

展”的错误认识，指出，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还有

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性和必要，在中国这样的农业

国家，我们所要发展和必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资本

主义”。虽然社论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不

应“操纵国民生计”的原则，但这个原则主要是为了

防止自由资本主义转向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因为

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下，“自由资本主义要遭受致

命的摧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46］
从这个意

义上说，这个原则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是

对它的一种保护和推动。同样，社论也分析了新民

主主义社会中国营经济的作用，但却看不出有要让

国营经济去领导资本主义经济的意思。但在 1948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则指出:“我们的

社会经济呢? 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

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

中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东 西 是 国 营 经 济、公 营 经

济”。［47］(P139)
强化国营经济的重要性使新民主主义

经济制度框架的重心开始出现偏移。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总社在一份关于新闻政

策的指示中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一般工商

业资本家也是革命动力，似乎他们的恢复与发展营

业，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征，似乎我们有义务一

般地帮助他们的恢复与发展营业。”［48］(P496－497)
同

月，晋察冀解放区在一份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中也

鲜明地反映了对国营经济认识上的重大变化:“大

家在讨论中，反映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认识上的一

些模糊观点。许多同志都说，过去对国营企业不了

解，尤其不了解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常跟他

闹别扭，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发展，这是这次大会一个

最大的收获。有了这个认识，才能了解我们共产党

和资本家不是一回事，他们对我们，我们对他们都不

是一个心。”［49］(P550－551)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

实现社会主义，“引导国家走上公有制社会，首先必须

花费相当的时间来推动国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经济的

生长与发展，从而得以逐渐控制整个国民经济，造成

剥夺私人资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

件。”［50］(P466)
显然，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已

经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变化。

美苏冷战的加剧和战后苏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控制力的重新加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形成

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已经不存在再

走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之间的新民

主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立政治空间和意识形态空

间。这样，共产党情报局在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同时，

又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供了苏联模式这一替代发展

模式。1949 年 10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

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

说:“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

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

民很好地学习。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

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

胜利。在 今 后 我 们 要 建 国，同 样 也 必 须‘以 俄 为

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24］(P87)
对于刚刚

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共来说，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

论和向苏联模式过渡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方

向。1954 年 9 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

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地批评了巩固新

民主主义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

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

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

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

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

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

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

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7］(P17)
关于中国社会主

义道路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刘少奇则指出:

“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

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

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

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向认为马克思列宁

主义是普遍的真理。”［7］(P26)
刘少奇这一段话体现出

了当时中共认识社会主义的典型思维，即社会主义

道路等于苏联道路，苏联道路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普遍真理，任何一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

走苏联道路。在这一思维模式下，对于中国来说，在

43



中止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之后，剩下的问题只能

是通往苏联模式的具体时间设定了。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努力的目

标。但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历史活动的

中共而言，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则把社会主义

看作为长期奋斗的理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急于

在条件不够的情况下推进社会主义，但在共产党情报

局的理论和政治影响下，新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比

过去预想得早得多地提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瑏瑡，

中止新民主主义和向苏联模式不断靠拢，已经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历史方向，这构成了战后苏联模式世界推

广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模式是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过程形成的特定体制。从发展特点看，苏联模式

主要是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主，特别是以军事工业的

发展为主，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从体制特点

来看，则主要是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

高度集权为主，忽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多样性。这

样一种体制模式，既包含着苏联的特殊经验，也具有

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长期以来被看作为社会

主义的唯一经典模式。［51］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和认识条件下，无论对于东欧国家还是对于新中国

而言，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质上就是向苏联模式过渡，

反过来，选择了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选择了苏联模

式。因此，不难理解，既然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么，也就是苏联模式开始在中国

得到了确立。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认识到苏联

模式在中国的确立与新中国对苏联的模仿和照抄照

搬有着重要的关系，但从前述的研究来看，这一认识

还是不够的。新中国之所以模仿和照抄照搬苏联模

式，是在共产党情报局 1948 年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整

体影响下发生的，如果没有这一影响及其引起的新

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异变，按照中国共产党革命时

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构想，很难想象新中国

会如此快地开始向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过

渡。
1953 年后，经过三年多的时期，中国完成了社

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在社

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方面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

之路，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但

由于改造和过渡的目标已经被定位在苏联模式上，

因此从最后的目标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中

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质上是苏联模式的社

会主义。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指出:“从总的

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

上是从苏联来的”［52］(P376)瑏瑢。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

立是“一边倒”外交战略下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唯

一选择。从这一时期东欧和中国相互对应着来看，

苏联通过共产党情报局这一组织机构完成了与战后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制度一体化发展，至此，共产党

情报局也完成了其作为苏联控制下的一个特殊国际

机构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但与东欧共产党

和工人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并不是在苏

联红军的刺刀下获得的，而是依靠自己长期的革命

斗争赢得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所具有的

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品格。一旦当毛泽东意识到苏联

背后的控制和国家利益，以及苏联模式的弊端，改革

苏联模式的问题也就必然地要提了出来。从历史发

展的逻辑来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改革苏联模式

实质上也是一个摆脱共产党情报局影响的历史过

程。如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是以接受共产党情

报局“两个阵营”理论为前提一样，对改革苏联模式

的探索也是从重新寻求对世界发展的新认识开始。
注释:

①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是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1949 年，

张仲实在《新中国妇女》第 2、3 期上发表了两篇讲座，一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常识讲座)》，一是《新民主主义

社会(政治常识讲座)》，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和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社

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在适应时机转门( 到) 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 张仲实:《新民主主义革命 ( 政治常识讲

座)》，《新中国妇女》1949 年第 2 期，第 30 页)。关于新民

主主义社会，张仲实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在

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社

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比较，还差一个历

史阶段;但是和我国过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乃至同

一般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却是前进了一大步。”( 张仲实:

《新民主主义社会( 政治常识讲座)》，《新中国妇女》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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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 期，第 30、31 页)。这两个材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

研究史上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把新民主主义理解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即便是在当

时的条件下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

②在此有必要提及一下目前反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

观点的相关档案文献状况。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

肯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论点，也是毛泽

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个核心思想。1945 年 5 月 5 日

的《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读毛泽

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这样一种

思想，是从无量数的事实中得出来的真理，而这一真理，这

一思想，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毛泽东同志的整个报

告中。”建国后，《论联合政府》收入到了 1953 年 4 月出版

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1953 年 4 月 10 日的《人民日

报》在介绍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所收入的《论

联合政府》时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抗

日战争八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

出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这

个报告继“新民主主义论”收到了动员全国人民的极大效

果。”《人民日报》的这个介绍没有提及《论联合政府》中毛

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其原因

在于毛泽东对其这一思想进行了修订。《解放日报》1945

年 5 月 2 日所刊载的报告原文，在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发展

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指出:“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

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

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

利于无产阶级。”因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

的发展。”但修改后，这一段话变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

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

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

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

级。”因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

毛泽东在当时的背景下修改《论联合政府》应该说是有重

要意图的，表面上看是文字上的修改，实际上大大降低了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在理论上压缩

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空间。20 世纪 90 年代后

出版的新的文献中，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核

心思想的原初内涵。比如，1996 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收集了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在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程度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指

出:“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

充分地肯定了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

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

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

想。”(《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2－323 页)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也

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

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

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

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

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

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在上述引文中，毛泽东对资

本主义是“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并且“肯定要广泛地发

展资本主义”，这与建国前未修改的《论联合政府》的观点

是相互支持和彼此印证的，表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战后中国

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高度。但修改后的《论联合政府》通

过增加一些限定性的词汇体现出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限制，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在认识上降低了。同样

是七大时期针对同一问题的讲话，不同的文献反映出不同

的认识状况。

③这一点始终是苏共指责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

表现。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著作评

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时，仍然认为“毛泽东坚决提

出这样一种思想:中国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那是十分遥

远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提到日程之前，中国应当经过相

当长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是“1945 至 1949 年间中

共领导人的反苏民族主义表现”(［苏］奥·鲍·鲍里索

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01 页)。这表明，

在苏共的正统理论中，始终没有承认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理

论的科学性。

④关于东欧各国党内清洗的具体情况，也可参孔寒冰:《东

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0－335 页。在这

里，作者翔实地介绍和分析了东欧各国党内清洗的发动、

主要案件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⑤毛泽东在 1948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又说民族主

义，又说民族独立;又说南斯拉夫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过去

我们也讲过三民主义，其中就有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怎样

解释?”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并不十分清楚究竟什么是民

族主义(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

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团

2010 年版，第 530－531 页)。在不十分清楚民族主义的含

义的情况下，支持并加强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说明这

时的中国共产党想表明在政治上是与苏共和共产党情报

局站在一起的。

⑥需要指出的是，这显然不是刘少奇的真实认识。在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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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6 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开幕词的讲话中，刘少奇

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并详

细地从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理论建设和武装斗争四个方

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公式和基本经验( 参见《建国以来刘

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4－167

页)。这种表述上的差异本身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苏联

和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⑦这一点在当时甚至影响到了对中共党史的理论解释框架。

1951 年胡乔木在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总

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一

开始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成立的，这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但是为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

仅仅依靠现成的一般原则的指示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

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胡乔木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71 页)。在当时的情况下，胡乔木的这个讲法应该说是

非常巧妙的，它既突出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

的重要性，也包含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贡献。最极

端的是陈伯达在 1949 年为庆祝斯大林 70 寿辰而撰写的

《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站在斯大林

的观点上来分析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理论活动的，认为: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终于在曲折的道路上，

克服了客观的困难和主观的错误，而把革命进行到胜利，

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关于中国革

命策略问题，是追随斯大林的学说，是和斯大林的思想完

全一致的，并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了斯大林关

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在陈伯达的理论解释中，中国

共产党能够成功，是因为毛泽东“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

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是因为毛泽

东“特别喜欢咀嚼”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是因为

毛泽东“特别喜欢反复引用”斯大林的著作，根本上是因

为“毛泽东同志是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 陈伯达:《斯大

林和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4、15－17 页)。

中共在对自身历史的解释中提高斯大林的理论地位在当

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因此也就有各种不同的猜测。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在一份关于毛泽东作为理论家和

领袖的研究报告中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象征性地服从

于苏联的最高领导地位”，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毛泽东作

为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最新的动向就是其地位的真正

变化，或者只代表对世界充满铁托分子的现实调整。”( 沈

志华、杨奎松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1)，东方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0、562 页)。

⑧参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 90 期( 总

第 138 期)。后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

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加强。1954 年 8 月，米丁致

信中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派人参加该刊物编辑部的

工作，具体要求是: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熟悉中国党的

生活、做过党的工作和新闻工作，并且是省级以上报纸的

负责人。1954 年 10 月，经刘少奇批示，中共中央派中南

局宣传部副部长刘祖春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的编

辑工作(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8 年版，第 337－338 页)。在当时，只有共产党情

报局成员党的代表才能够参加其机关刊物编辑部的工作。

⑨关于这一问题，党史学界的争论是比较大的，但正如龚育

之所说的，在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根据多

方面考虑和比较的原则，也设想过将来要不要、能不能也

像苏联和南斯拉夫( 实际上) 那样实行一党制，探讨过这

样做有什么利弊，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必排除的”( 龚育

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 页)。

⑩这个材料实际上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心的重大变化。

关于这一问题可详参任晓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

和理论起源》，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7－149 页。

瑏瑡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党的高层已经开始思考新民主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普通的党员群众接受的还是

早期毛泽 东 的 新 民 主 主 义 社 会 理 论 的 基 本 思 想 观 念。

1949 年 7 月，署名李黎的撰述人编写了一本《新民主主

义问答》的小册子，笔者保存着一本。从这本书上的学

习批注以及书背后的八道测验题推测，这本小册子是普

通党员群众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比较普遍的一本

“教材”。该书在论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问题时说:“须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固然是我们努力的

终极目标，但自有其一定的进行的方向和步骤，并不是一

蹴可几( 就) 的，要使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

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阶段。”“这种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距离我们现

在所处的社会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路程”(《新民主主义问

答》，北平万国书店 1949 年 7 月，第 71－72 页)。这里论

述的其实还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没

有修订时的基本观点。

瑏瑢这句话是 1978 年 9 月 15 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

龙江省委书记李一安等人汇报工作时讲的。1998 年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8 年 9

月 15 日记载的这句话则是:“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

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

种落后的东 西。”(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邓 小 平 思 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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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7 页) 其中，“是一种

落后的东西”这句话，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没

有，但这句话对于理解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是非常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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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知识体系，需要一定的专业基础才能真正把握。

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需要普通民众也能予以接

受，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精英特别是其中的管理者不

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而且要

以自身实践来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要务是理

论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意义上得到体现。

这样，才能建构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解释体系，首先

要说服社会知识阶层树立信念，然后才能通过他们

说服一般民众，成为民众信仰。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原则是思

想解放，而不是固步自封。中国改革是从破除“两

个凡是”起步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应该是破除新

的“凡是”。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质，只要它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没有

最终实现，就需要不断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调

整自己的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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